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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变视角下的情绪劳动：调节变量及其作用机制* 

廖化化 1,2  颜爱民 2 

(1长沙学院经济与管理系, 长沙 410022) (2中南大学商学院, 长沙 410083) 

摘  要  调节变量是近年来情绪劳动研究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实证研究显示, 反映员工个体特征、工作情

境特征的多组变量以及文化情境对情绪劳动效应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权变视角下的情绪劳动研究发现：(1)

展现规则在组织、行业、文化三个不同水平影响个体在工作场所的情绪表达; (2)表层扮演潜在的消极效应可

以借助个体内在的保护机制或通过组织管理干预被削弱、消除, 甚至是转化为积极的力量; (3)深层扮演的积极

效应具有较高的跨人群、跨情境稳定性; (4)文化情境对情绪劳动作用过程具有重要的约束作用。在一定条件

下, 情绪劳动要求、情绪劳动行为都可以成为有益于员工的组织生活要素。 

关键词  情绪劳动; 展现规则; 深层扮演; 表层扮演; 边界条件 

分类号  B849:C93 

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具有双重内涵, 它

可以指征工作中的情绪表达要求, 也可以指征个

体在工作场所的情绪调节行为(Grandey, Chi, & 

Diamond, 2013; Grandey & Gabriel, 2015)。前者被

定义为展现规则(display rule), 后者被定义为情绪

劳动策略 (emotional labor strategies) (Hochschild, 

1983; Ashforth & Humphrey, 1993; Grandey, 2000)。

自其概念提出以来, 情绪劳动研究一直围绕这两

组核心概念展开。实证研究显示, 展现规则、情

绪劳动策略对组织绩效、员工心理健康、工作态

度与行为均具有强大的预测作用 (Hülsheger & 

Schewe, 2011; Mesmer-Magnus, DeChurch, & Wax, 

2012), 凸显了情绪劳动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

义。由于主效应研究中陆续出现了一些不一致、

甚至相互矛盾的结论, 近年来理论研究的重点转

向了对调节变量的探索(Grandey, Chi, & Diamond, 

2013; Schreurs, Guenter, Hülsheger, & van Emmerik, 

2014)。调节变量研究为我们呈现了情绪劳动高度

权变的一面, 修正甚至是颠覆了早期许多有关情

绪劳动效应的理论认知。本文将聚集于影响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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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过程的权变因素, 通过文献回顾系统呈现那

些对情绪劳动作用过程具有显著调节作用的个体

特征变量、工作情境特征变量及其作用机制, 深

入阐述情绪劳动的文化差异。 

1  个体特征变量的调节作用 

个体特征变量的调节机制探究的是情绪劳动

内在过程的个体间差异所带来的主效应变异。研

究显示, 受性别、人格特征、能力等因素的影响, 

不同个体在情绪劳动策略的运用、情绪劳动进程

中的努力程度、内在情绪体验、结果评价认知等

关键心理环节上存在显著的差异, 进而使情绪劳

动效应产生显著的个体间差异。 

1.1  性别 

在生理特征和社会期待的双重影响下, 女性

通常比男性有更强烈的情绪体验、也更善于表达

情绪(Brody & Hall, 2008)。因此, 体现情绪劳动要

求的展现规则对女性情绪的约束力可能会大于男

性(Butler, Lee, & Gross, 2009)。现有实证研究显示, 

展现规则的这一性别差异化效应只存在于特定的

文化情境中。展现规则在集体主义文化中(新加坡)

对女性的情绪调节行为具有更强的约束作用, 她

们在工作情境中更倾向于压抑自己的真实情绪 ; 

但这一性别差异在个人主义文化中(美国)并不显

著(Moran, Diefendorff, & Greguras,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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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 性别对表层扮演、深层扮演这两

种典型的情绪劳动策略的作用过程也具有调节作

用。表层扮演通过压抑、假装来调节情绪表达

(Hochschild, 1983)。研究者指出, 由于男性习惯克

制情绪、女性倾向于表达情绪, 因此压抑、假装

对女性来说更难, 表层扮演给女性带来的内在压

力、后续影响可能会大于男性 (Scott & Barnes, 

2011)。实证研究显示, 相比男性, 表层扮演确实

会给女性员工带来更强烈的消极情绪, 进而导致

更强的情绪耗竭感、更多的工作退出行为、更低

的工作满意度(Johnson & Spector, 2007; Scott & 

Barnes, 2011; 刘朝, 王赛君, 马超群, 刘沁薇, 2013)。

深层扮演通过重新评价、想象等认知手段来调节

情绪体验与表达(Hochschild, 1983)。研究者推断

由于女性可能从深层扮演中获得更强烈的积极情

绪体验, 所以深层扮演可能对女性后续的工作行

为产生更强的驱动力。实证研究显示, 女性在一

天工作中的深层扮演越多 , 消极情绪便越少, 工

作退出行为也随之显著减少, 这一关系在男性样

本上却不显著(Scott & Barnes, 2011)。 

可见 , 不管采用哪种策略 , 情绪劳动过程涉

及的情绪调节对女性的内在心理状态、工作行为

的影响都更大 , 其中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

响。男性则似乎对这一过程具有一定的免疫力 , 

所受影响甚微。因此, 女性在情绪劳动工作中并

没有明显的先天优势, 她们并不像早期理论认为

的那样更擅长从事情绪劳动工作(Rafaeli & Sutton, 

1989; Morris & Feldman, 1996)。  

1.2  外倾性 

特质一致 (trait-congruity theories)理论认为 , 

当个体行为与其特质倾向一致时, 个体在行为过

程中会有更积极的主观体验(Little, 2000; Dalal et al., 

2015)。外向者具有热情、社交、活跃等特点, 他

们擅长且乐于与人交往。据此, 多位学者认为, 相

对内向者而言, 外向者能更轻松地驾驭情绪劳动

进程, 他们的情绪劳动行为可能会产生更积极的

效应(Judge, Woolf, & Hurst, 2009; Grandey, Chi, & 

Diamond, 2013; Joseph, Jin, Newman, & O’Boyle, 

2015)。多个实证研究显示, 外倾性对情绪劳动与

员工心理健康、工作绩效的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Judge 等(2009)发现, 内向者一天工作中的表

层扮演越多, 消极心情便越强烈; 外向者一天工

作中的表层扮演越多 , 消极心情却会显著减弱 ; 

表层扮演给内向者带来的情绪耗竭感因而也显著

高于外向者; 深层扮演在显著减弱内向者消极心

情的同时也会小幅减弱他们的积极心情, 显著增

强外向者积极心情的同时又小幅增强他们的消极

心情。这说明, 外向者、内向者在表层扮演、深

层扮演时均有截然不同的心理体验, 外倾性对表

层扮演的消极内在效应具有负向的调节作用、对

深层扮演的内在效应具有双向的调节作用。值得

注意的是, 该研究中外倾性对表层扮演、深层扮

演与工作满意度的关系都没有显著的影响, 说明

这一人格特质调节的主要是情绪劳动与即时心理

状态的关系, 对形成周期更长的工作态度的影响

相对有限。 

另有研究发现, 内向型服务员在角色外互动

(extra-role interaction)中的表层扮演会被顾客评

价为不真诚、不热情, 外向型服务员却不会(Chi, 

Grandey, Diamond, & Krimmel, 2011)。该研究还发

现, 表层扮演会显著增加外向型服务员的小费收

入, 对内向型服务员的小费收入却没有影响; 深

层扮演与小费收入的关系也不受这一人格特征的

影响。可见, 虽然同样是压抑和伪装, 外向者、内

向者在表层扮演时不仅有不一样的内在体验, 还

会得到非常不一样的外部反馈。总体而言, 情绪

劳动对于内向者来说更难、负效应的风险更高 , 

外倾性是一项有益于情绪劳动的特质。 

1.3  自我监控 

自我监控是指个体为了在他人面前树立得体

的形象而对自我展示与外部行为进行监视、控制

的程度(Gangestad & Snyder, 2000)。自我监控水平

高的个体被称为社交场合的“变色龙”, 他们对情

境线索敏感, 善于察言观色、随机应变(Brotheridge 

& Lee, 2003; Scott, Barnes, & Wagner, 2012)。对自

我监控水平低的个体来说, 做真实的自己极其重

要, 他们很少考虑行为的情境适宜性 , 通常不愿

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Ozcelik, 2013; Scott et al., 2012)。

因此, 当两者身处必须要改变自己的情境中时(如

伪装积极情绪), 执行改变会给低自我监控者带来

更高水平的认知冲突与情绪冲突(Pugh, Groth, & 

Henning-Thurau, 2011), 从而导致同样的调节行

为产生差别化效应。 

实证研究发现, 自我监控水平高的人更善于

“表演” (acting), 与顾客、同事互动时他们相比低

自我监控水平的人会有更多的表层扮演, 深层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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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却旗鼓相当(Brotheridge & Lee, 2003; Ozcelik, 

2013; Scott et al., 2012)。自我监控还对情绪劳动

与多个结果变量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深层扮演对高自我监控者的工作满意度有显著的

积极影响, 对低自我监控者的工作满意度影响不

显著 ; 工作日间个体深层扮演的波动幅度 (deep 

acting variability)越大, 高自我监控水平者的工作

退出行为便会显著增加, 低自我监控水平者的工

作退出行为却会显著减少; 表层扮演的波动幅度

(surface acting variability)对两者工作满意度(负

向)、工作退出行为(正向)的影响方向一致, 但对

高自我监控水平者的影响程度显著小于低自我监

控者(Scott et al., 2012)。 

可见 , 就工作满意度而言 , 更多的表层扮演

通过高自我监控者的合理化认知加工后并没有给

他们带来额外的消极影响, 而等量的深层扮演却

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积极影响。总体上, 自我监

控水平高的情绪劳动者工作满意度相对更高, 但

情绪调节行为的频繁波动对他们来说也是有心理

代价的。长期保持情绪调节的随机应变状态是否

会有损于个体身心健康、长期绩效是一个值得探

讨的问题。因此, 我们尚不能就此判定, 善于察言

观色的人一定比坚持做自己的人更适合从事情绪

劳动工作。 

1.4  任务自我效能感 

情绪劳动文献中的任务自我效能感(task-specific 

self-efficacy)有两种操作性定义：情绪调节自我效

能感(self-efficacy for emotion-regulation)、表层扮

演自我效能感(surface acting self-efficacy)。前者指

个体对于自己是否能够有效地进行情绪调节的信

念(Wang, Liao, Zhan, & Shi, 2011), 后者则指向更

加具体的表层扮演过程(Pugh et al., 2011)。自我效

能感具有动机功能(Bandura & Locke, 2003)。资源

保存理论认为动机是一种重要的心理资源

(Hobfoll, 1989),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因此被认为

具有抵消情绪调节过程中的部分资源消耗、弱化

负效应的积极作用(Nguyen, Groth, & Johnson, 2016)。 

Wang 等(2011)发现,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高

的员工在受到顾客苛待后做出的报复性破坏行为

要显著少于那些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低的员工。

Pugh 等(2011)的研究也显示, 表层扮演自我效能

感对表层扮演和情绪耗竭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负

向调节作用。在另一个 MeMo 模型中, 表层扮演

自我效能感不仅弱化了表层扮演导致的情感承诺

降低, 也对低情感承诺导致的缺勤行为增加起到

了减弱作用, 最终使表层扮演与缺勤行为之间显

著的直接关系变得完全不显著(Nguyen et al., 2016)。

这些研究说明, 当个体相信自己能有效地进行情

绪调节(即使是表层扮演)时 , 情绪劳动对个体内

在状态、后续行为的消极作用会显著减弱。 

目前, 尚未有实证研究探讨自我效能感对深

层扮演作用过程的调节效应。从作用机制来看 ,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作为动机资源也有可能为深

层扮演过程提供支持。但有学者指出, 表层扮演

与深层扮演的过程可能涉及非常不一样的补偿机

制(Hülsheger & Schewe, 2011), 因此自我效能感

与深层扮演的交互效应还有待验证。 

2  工作情境变量的调节作用 

工作情境变量的调节机制关注的是工作场所

的外部因素对员工情绪劳动行为及作用过程的约

束作用。工作场所的情境因素包括两类：任务特

征和社会性特征(Barrick, Mount, & Li, 2013)。实

证研究显示, 任务特征如自主性、组织监管强度、

薪酬设计对员工情绪劳动作用过程具有显著的调

节作用。研究关注的社会性特征主要是上级的影

响, 主管支持、领导风格的调节作用已在多个研

究中被证实。 

2.1  自主性 

情绪劳动的背景是员工与顾客之间的社会互

动。在工作设计理论中, 社会互动是一项具有多

方面积极意义(如获得社会支持、降低角色模糊性

等)的工作特征, 一贯被视为工作丰富化的重要手

段(Hackman & Oldham, 1980; Grandey & Diamond, 

2010)。为什么在社会互动过程中产生的情绪劳动

却会对员工心理健康、工作态度与行为产生消极

影响呢？研究者认为,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

于员工的情绪表达受制于组织管理, 在情绪劳动

过程中缺少自主性(Grandey, Chi, & Diamond, 2013)。 

多个研究关注了自主性的影响, 其中有的研

究测查的是广义的工作自主性, 有的研究采用的

是情绪劳动中的自主性概念——情绪展现自主性

(display autonomy)。所谓情绪展现自主性, 是指员

工与顾客互动时按照一般社会规范对顾客以礼相

待即可, 组织不宣传、也不强制员工按特定的方

式表达情绪(Goldberg & Grandey, 2007)。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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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 , 同样的任务情境中 , 自主组的任务绩效显

著优于那些要求按指令呈现特定情绪的被试; 指

令组会有更多的表层扮演行为、明显的情绪耗竭

感 , 自主组的表层扮演、情绪耗竭均不显著

(Goldberg & Grandey, 2007)。Johnson和 Spector (2007)

发现, 工作自主性会显著增强深层扮演与工作满

意度的关系, 扭转表层扮演作用于情感健康、情

绪耗竭、工作满意度的作用方向。Christoforou和

Ashforth (2015)的研究发现 , 工作自主性对展现

规则与销售业绩的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在工

作自主性高的情境中, 展现规则对销售业绩有最

大的促进作用。这些数据说明, 自主性对情绪劳

动作用于员工心理健康、绩效及工作满意度的过

程都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这是否意味着组织不需要对员工情绪进行监

督, 只要给予员工充分的自主权便可以达到理想

的管理效果呢？下文中有关展现规则强度的研究

成果将为这个问题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2.2  展现规则的强度 

元分析显示, 展现规则总体上可以促使员工

更加积极地进行情绪调节(Mesmer-Magnus et al．, 2012; 

Kammeyer-Mueller et al., 2013), 同时它又可以解

释工作倦怠 1%的变异(Mesmer-Magnus et al．, 2012)。

这说明组织有必要对员工情绪活动进行规范和指

导, 但组织情绪监管也有潜在的消极作用。研究

发现, 展现规则的差异化效应主要来源于它的强度。 

组织展现规则通常以正式制度的形式实现对

员工情绪活动的监管、干预。实证研究发现, 组

织展现规则的强度与 3 组重要的结果变量——员

工服务行为(情感传递、顾客导向的组织公民行

为)、顾客感知(员工真诚度)和销售业绩均呈倒 U

型关系(Christoforou & Ashforth, 2015)。也就是说, 

中等强度的展现规则管理效果最佳。 

行业情绪劳动要求也是衡量工作中展现规则

强度的一个指标, 其实质是行业从业人员在日常

工作中需要进行社会互动、情绪管理的强度, 它

反应的是社会公众对特定职业角色的期待(Bhave 

& Glomb, 2009; Grandey, Diefendorff, & Rupp, 2013)。

实证研究显示, 这一高阶结构对从业人员表层扮

演与工作满意度的关系具有跨层次调节作用——

在情绪劳动要求高的行业中, 表层扮演对工作满

意度的负性影响要显著小于那些情绪劳动要求低

的行业(Bhave & Glomb, 2016)。进一步的非线性

关系分析并没有显示出类似于上文的倒 U型关系, 

总体满意度最高的是那些在高情绪劳动要求的行

业工作、同时又较少进行表层扮演的个体。可见, 

行业情绪劳动要求并不像早期理论假设的那样会

给从业者带来额外的工作负担, 反倒能稀释情绪

劳动过程潜在的负效应。 

在工作设计理论看来, 两种不同水平的展现

规则有共同的作用机制：积极作用源于它能帮助

员工理解角色要求、建立目标, 驱动员工有意识

地整合资源投入到情绪劳动过程中 (Kammeyer- 

Mueller et al., 2013); 消极作用是由于它试图控制

员工的情绪活动, 削弱了员工对情绪与工作行为

的掌控感(Diefendorff, Erickson, Grandey, & Dahling, 

2011; Goldberg & Grandey, 2007)。相对非正式的、

内隐的行业情绪劳动要求而言, 正式的组织展现

规则给员工带来的控制感更直接、更强烈

(Grandey & Diamond, 2010)。因此, 当组织对员工

情绪活动实施高强度监控、干预时, 展现规则的

消极作用便会凸显出来。行业情绪劳动要求由于

对员工行为的影响路径更长、方式更内隐, 给员

工制造的压力相对有限, 展现规则的积极作用便

会彰显出来。 

这一解释与上文工作自主性的影响机制是相

互呼应的。结合两者, 我们认为组织需要对员工

情绪劳动进行一定的指导与约束, 但也不宜干预

太多; 员工在情绪调节与表达活动中享有一定的

自主性具有重要意义。 

2.3  绩效工资 

具有交换价值是情绪劳动的基本属性之一

(Hochschild, 1983)。多个实证研究显示, 现实工作

情境中, 员工确实会因为良好的情绪表现而获得

组织或顾客给予的经济回报 (Chi et al., 2011; 

Hülsheger, Lang, Schewe, & Zijlstra, 2015)。学者们

指出 , 工作收入(尤其是绩效奖励)作为工作结果

具有绩效反馈功能, 它会反过来对情绪劳动的作

用过程产生影响(Grandey, Chi, & Diamond, 2013)。 

Grandey, Chi 和 Diamond (2013)将绩效工资

作为情境因素引入了情绪劳动与工作满意度的关

系模型中, 并采用多种方法进行了系列研究。实

验研究发现 , 在同等情绪劳动要求下 , 有奖励组

被试的工作满意度、积极心情(兴奋感、自豪感)

均高于无奖励组, 而消极心情则显著低于无奖励

组。实地研究中, 不同形式的绩效奖励(主观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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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实际获得)对情绪劳动要求、表层扮演与工作满

意度的关系均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在低绩效奖励

的情境中, 情绪劳动要求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不

显著, 表层扮演对工作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在高绩效奖励的情境中, 情绪劳动要求、表层扮

演对工作满意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绩效奖励

对深层扮演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正向关系没有调

节作用。 

这些数据说明, 经济奖励的主观感知与客观

刺激对于情绪劳动工作者来说都有积极的意义。

它不仅有益于总体工作满意度, 还能唤起情绪劳

动者的积极情绪。它能放大行业展现规则的积极

效应 , 赋予表层扮演积极的力量 , 又不会削弱深

层扮演的积极作用。可见, 工作场所的情绪劳动

要求、情绪调节行为并不像早期理论假设的那样, 

必然以牺牲员工心理健康为代价换取组织利益

(Hochschild, 1983; Rafaeli & Sutton, 1989)。 

2.4  管理者 

在组织层级中, 管理者尤其是部门主管拥有

评定下属绩效的权力, 因此主管是员工获取绩效

反馈的重要途径(Grandey & Diamond, 2010)。同时, 

由于日常工作中主管与下属之间有密切的交集 , 

主管因而也是员工获得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Lam, 

Huang, & Janssen, 2010)。管理者可能通过多种途

径影响员工情绪劳动过程(Kaplan, Cortina, Ruark, 

LaPort, & Nicolaides, 2014)。 

研究发现, 有主管领导的情绪劳动工作者的

工作满意度要显著高于没有主管的同行从业者

(Grandey, Chi, & Diamond, 2013)。这说明, 有没有

主管带来了显著的差异, 而主管的作为也具有重

要影响。研究发现, 主管支持对酒店业员工情绪

劳动与工作倦怠、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均有显

著的调节作用。在低主管支持的情境中, 表层扮

演、深层扮演都会带来工作满意度的降低、工作

倦怠的增加; 而在高主管支持的情境中, 表层扮

演、深层扮演都会带来工作满意度的上升、工作

倦怠的减少; 主管支持对表层扮演的调节作用相

对深层扮演更强(Chen et al., 2012)。Kaplan 等

(2014)进一步指出 , 领导者自身的情绪管理行为

也是员工积极情绪、展现规则认知、压力感的重

要影响因素。 

近年来 , 多个研究以公务员为样本 , 探讨了

领导风格对下属情绪劳动作用过程的影响。Chi

和Liang (2013)发现, 辱虐领导行为会给那些倾向

于采用表层扮演策略的下属带来更加显著的情绪

耗竭感, 并以此为中介进一步增加员工工作退缩

行为。另有研究发现道德型领导对下属表层扮演

与工作投入之间的负向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 

但是对深层扮演主效应的调节作用不显著(Lu & 

Guy, 2014)。 

可见, 作为组织的代理人, 管理者的存在、支

持程度、行为风格都对员工情绪劳动有着重要的

影响。管理者既可能是员工情绪劳动过程中赖以

寻求支持的对象 , 同时也可能是额外的压力来

源。因此, 组织应该重视主管在员工情绪劳动过

程中发挥的作用, 而作为管理者则应该注意在日

常管理中关注、关心员工的情绪表现。 

3  文化情境的调节作用 

组织展现规则、个体情绪表达均受文化常模

的影响(Mesquita & Delvaux, 2013)。由于文化情境

对情绪劳动的影响是多维的、复杂的, 实证研究

中探讨文化情境差异通常是通过采用来自文化差

异较大的两个或多个国家的样本进行比较来实

现。因此, 我们无法从现有文献中提取某些代表

文化情境的变量, 我们将依次呈现展现规则、情

绪劳动策略、情绪劳动效应在不同国家(文化)情境

中的差异。 

3.1  展现规则的文化差异 

有研究关注了不同文化中工作场所的快乐、愤

怒表达规则的差异(Grandey, Rafaeli, Ravid, Wirtz, 

& Steiner, 2010)。结果显示, 在高权力距离的文化

(新加坡)中, “向上级表达愤怒”的接受程度显著低

于中等权力距离的文化(美国)和低权力距离的文

化(以色列)。“向同事表达愤怒”在集体主义文化中

(新加坡)的接受程度也显著低于个人主义文化(美

国、法国、以色列)。“向顾客表达愤怒”在法国的

接受程度显著高于其他三个国家。虽然“微笑服

务”已成为全球服务业的通则, 但该研究发现“向

顾客传递快乐”在美国被重视的程度显著高于其

他三个国家, 说明这一理念在不同文化中的影响

力是不一致的。 

另有研究探讨了愤怒、蔑视、厌烦、恐惧、悲

伤、快乐六种情绪的展现规则在两种文化中的差

异(Moran et al., 2013)。结果发现, 相对非工作情

境, 美国样本和新加坡样本在工作场所均表现出



第 3期 廖化化等: 权变视角下的情绪劳动：调节变量及其作用机制 505 

 

 

压抑上述情绪的倾向, 连快乐也不例外。但压抑

的程度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 , 新加坡样本在愤

怒、恐惧、悲伤三种情绪上的压抑值显著高于美

国样本, 另外三种情绪的差异则不显著。 

研究者认为, 展现规则的文化差异源于不同

文化所建构的人际关系、自我概念、工作哲学信

念的差异(Mesquita & Delvaux, 2013)。我们可以发

现, 上述两个研究的部分结论具有一致性 , 比如

在工作场所向他人表达愤怒在个人主义文化中被

接受的程度要远远高于集体主义文化。但也有不

一致的地方, 比如在Grandey等(2010)的研究中美

国人、新加坡人快乐的表达程度存在显著差异 , 

在 Moran 等(2013)的研究中却没有差异。可靠的

结论还需要进一步实证研究的支持。 

3.2  情绪劳动策略的文化差异 

情绪劳动的实质是个体调节情绪以使其符合

展现规则的过程(Hochschild, 1983)。因此, 我们可

以根据展现规则的文化差异推断, 情绪劳动策略

可能也存在某种形式的文化差异。 

对此, 多位学者采用来自服务业的美国样本

和亚洲样本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发现, 中国样

本表层扮演、深层扮演的均值都显著高于美国样

本(Allen, Diefendorff, & Ma, 2014)。另有研究者认

为, 独立考察表层扮演、深层扮演并不足以勾勒

出个体的情绪调节策略风格。他们根据个体组合

运用两种情绪劳动策略的模式将情绪劳动者区分

为 5种类型：积极扮演者(高深层扮演、高表层扮

演)、深层扮演者(高深层扮演、低表层扮演)、表

层扮演者(高表层扮演、低深层扮演)、低水平扮演

者(低深层扮演、低表层扮演)、非扮演者(极低深

层扮演、极低表层扮演) (Gabriel, Daniels, Diefendorff, 

& Greguras, 2015)。该研究发现, 美国样本(N=522)

中最多的情绪劳动者亚型是低水平扮演者

(39.16%), 新加坡样本(N=478)中最多的亚型是积

极扮演者(42.57%); 其他 4 个亚型的排名及占比

也有一定的差异。 

根据上述结论 , 我们可以推断 , 亚洲国家的

服务业从业者在日常工作中相对美国同行会有更

多的情绪调节行为。按照资源保存理论(Hobfoll, 

1989)的观点, 任何形式的情绪调节都需要消耗个

体的内在资源 , 资源消耗越多个体感到越耗竭 , 

那么这一推论意味着亚洲服务业从业者相比美国

同行而言必然会感到心更累吗？情绪劳动效应的

文化差异将告诉我们, 同样的情绪劳动要求、同

样的情绪劳动行为在不同文化情境中可能产生不

一致的效应。 

3.3  情绪劳动效应的文化差异 

文化情境对情绪劳动效应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效应值的显著差异, 偶见作用方向的差异。Allen

等(2014)发现 , 展现规则在美国情境中可以预测

员工表层扮演、深层扮演的增加, 在中国情境中

只能预测深层扮演的增加; 美国情境中表层扮演

对工作倦怠的影响程度显著大于中国情境, 但中

国情境中展现规则对工作倦怠的弱化作用更显

著。类似地, 有研究发现相对新加坡样本, 深层扮

演与工作满意度的关系在美国样本中更强

(Gabriel et al., 2015)。另有研究显示, 表层扮演对

美国样本的情绪耗竭和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均大于

法国样本(Grandey, Fisk, & Steiner, 2005)。元分析

也发现了某种形式的文化差异：总体上表层扮演

具有显著的负效应, 但对拉美裔欧洲人的作用小

于日耳曼裔和英裔白人 (Hülsheger & Schewe, 

2011)。多个元分析结果支持表层扮演与情绪耗

竭、工作满意度之间的负向关系 (Hülsheger & 

Schewe, 2011; Mesmer-Magnus et al., 2012; 

Kammeyer-Mueller et al., 2013)。但国内学者的本

土研究发现, 表层扮演对情绪耗竭没有显著影响

(陈瑞君, 秦启文, 2011)。Grandey, Chi和 Diamond 

(2013)在中国台湾样本中甚至发现表层扮演对工

作满意度有积极的影响 , 虽然没有达到显著性 , 

但方向为正。 

研究者认为, 情绪劳动效应的文化差异同样

源于展现规则的文化差异(Mesquita & Delvaux, 

2013)。以表层扮演与工作满意度的关系为例, 由

于在亚洲文化中向他人公然表达愤怒的接受度较

低 , 压抑愤怒等消极情绪(即表层扮演)是普遍的

社交行为, 这一调节策略因而不会给个体带来内

在冲突 , 对满意度便没有消极影响; 而美国文化

中这一展现规则的接受度更高, 压抑、假装便会

产生更强的负效应(Grandey, Chi, & Diamond, 2013)。

社会认知心理学的双加工理论提供了另外一种解

释, 该理论认为情绪调节可以在有意识和无意识

水平上发生, 文化因素对个体情绪调节行为的影

响发生在无意识水平上(Mauss, Bunge, & Gross, 

2008), 无需消耗个体内在资源, 因此潜在的消极

影响便会显著减弱(Hülsheger et al., 2015)。情绪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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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效应的文化差异进一步凸显了结合文化特征理

解情绪劳动过程的必要性。 

4  总结与展望 

通过系统文献回顾, 我们可以发现情绪劳动

的作用过程具有很高的权变性。反映员工个体特

征、工作情境特征的多组变量以及文化情境对展

现规则、情绪劳动策略与众多结果变量的关系具

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它们放大或削弱情绪劳动

的主效应, 有时甚至扭转情绪劳动的作用方向。因

此, 从权变的视角认知情绪劳动工作的特征、理

解情绪劳动的过程是十分必要的, 也是十分重要的。 

4.1  权变视角下的展现规则 

通过文献回顾, 我们发现展现规则在组织、

行业、文化三个水平上以不同的方式引导员工的

情绪调节活动。在组织水平, 中等强度的展现规

则管理效果最佳。行业水平的展现规则要求越高, 

积极作用越大。文化水平的展现规则的影响发生

在无意识水平上, 个体情绪调节行为与其一致时

没有消极影响 , 与其背离时便会产生消极影响 , 

这一过程与强度无关。通过比较三者的作用机制, 

我们发现展现规则越内隐, 对员工情绪调节行为

的影响越自动化, 情绪调节过程消耗的资源因而

越少 , 员工被控制的感知也越低 , 这将大大降低

情绪劳动潜在的负效应风险。据此, 我们建议组

织的情绪劳动管理实践不要仅仅依靠正式制度 , 

还应结合内隐的方式去传播、内化相关理念, 以

获得更佳的管理效果。 

现有研究发现影响组织、行业展现规则的权

变因素主要有员工性别、工作自主性、组织绩效

奖励与文化情境。展现规则对女性情绪的约束力

大于男性, 但这一性别差异只在特定的文化情境

中显著, 说明性别与文化情境具有交互作用。工

作自主性会强化组织展现规则对销售业绩的促进

作用; 绩效奖励会增强组织、行业展现规则对员

工积极情绪、工作满意度的积极影响, 减弱其对

员工消极心情的负向影响。在中、美两种不同的

文化情境中, 展现规则对美国服务业从业者情绪

调节行为的约束力更强, 对中国服务业从业者工

作倦怠的弱化作用更显著。 

在全球服务业经济盛兴、“顾客至上”经营理

念盛行的大环境下, 我们应该很欣喜地认识到文

化水平的情绪表达准则、行业情绪劳动要求、适

度的组织情绪监管本身并不会给从业者制造额外

的工作负担, 反而具有唤起积极情绪、减少消极

情绪、增加工作满意度、降低工作倦怠、促进绩

效等诸多积极作用。来自外部的情绪劳动要求并

不像早期理论假设的那样必然会给从业者带来额

外的工作负担。通过合理的管理干预, 情绪劳动

要求完全可能成为有益于员工的组织生活要素。 

鉴于我国有独特的人际关系文化、我国服务

业与西方服务业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 我们认为

我国职场情绪表达规则在传统文化与时代特征的

交织作用下必然有其独特的内涵, 国人在工作场

所的情绪调节可能有其独特的方式, 中国企业的

员工情绪管理可能面临独特的问题, 未来可从文

化视角对展现规则的中国情境特异性及系列衍生

问题进行深入探索。 

4.2  权变视角下的情绪劳动策略 

早期研究中, 情绪劳动一度被认为是员工迫

于组织压力, 将原本私密的个人情感转化为商品

以迎合公众消费者的过程, 其中充斥着不得已的

压抑和伪装。在这种理论导向下, 早期理论一致

认为频繁的情绪劳动是职场心理健康的克星。后

来, 随着实证研究的积累 , 学者们发现表层扮演

对工作态度、绩效及个体心理健康的等一系列结

果变量都表现出相对一致的消极作用, 深层扮演

则相反。于是情绪劳动被视为是一把“双刃剑”, 表

层扮演是它的阴暗面, 深层扮演是它的阳光面。 

通过文献回顾, 我们发现表层扮演的作用过

程具有很强的权变性, 其影响因人而异, 因境而

异。虽然对某些人群(如女性、内向者)来说, 或在

某些情境中(如辱虐型领导), 表层扮演潜在的负

效应更大, 但它的潜在伤害也可以借助个体内在

的保护机制(如高自我监控、表层扮演自我效能感)

或通过组织管理干预(如道德型领导)被减弱、消

除。就文化差异而言, 在中国情境中表层扮演对

工作满意度、工作倦怠的破坏性影响相对美国或

平均水平(元分析)而言均偏小。对某些人群(如外

向者、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高的人等)而言, 或在

特定情境中(如高自主性、高绩效奖励工作中、高

主管支持等), 表层扮演甚至可以转化为积极的力

量, 产生唤起积极情绪、提高工作满意度、增加

收入等积极作用。深层扮演的积极效应则具有很

高的跨情境、跨人群稳定性。现有研究仅发现在

两种条件下 , 深层扮演表现出了一定的消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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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它可能会给外向者带来坏心情(Judge et al., 

2009); 深层扮演若不稳定会给自我监控水平高的

人带来工作退出行为的增加(Scott et al., 2012)。 

可见, 情绪劳动行为(包括表层扮演与深层扮

演)并不必然以伤害员工身心健康的代价服务于

组织目标, 其积极作用要远大于早中期理论的假

设。当然, 要实现共赢, 组织也必须高度重视情绪

劳动管理, 如提供多元的支持体系、建立合理的

激励机制、维护一定的自主性空间等。情绪劳动

的研究始于对其阴暗面的关注, 现阶段理论发展

的成果正将研究者的热情逐步吸引到情绪劳动的

阳光面(Humphrey, Ashforth, & Diefendorff, 2015)。

积极、有效的情绪调节对更广泛的结果变量的潜

在促进作用, 如社会资源的获得、自我肯定、工

作生活质量、甚至是溢出效应, 都是有意义又有

趣的研究方向。 

4.3  差异化的边界条件 

展现规则与情绪劳动策略具有不同的内涵 , 

它们以不同的路径与机制作用于员工心理健康、

工作态度、工作行为、绩效等结果变量, 本文发

现它们的边界条件也有较大差异。总体而言, 对

情绪劳动策略具有调节作用的个体与工作情境因

素更多、更复杂。但我们也发现, 自主性、绩效

奖励、文化情境对展现规则与表层扮演具有某种

类似的调节作用。在高自主性或高绩效奖励的工

作情境中, 展现规则、表层扮演都倾向于产生更

强的积极效应, 说明这两个变量对情绪劳动作用

链的多个环节具有重要的影响。就文化情境而言, 

展现规则、表层扮演在中国情境中均表现出相对

较小的消极效应。这进一步说明, 我国本土研究

在考察、解释情绪劳动的效应时, 应该特别关注

文化情境的潜在影响。 

另外, 我们发现表层扮演、深层扮演的边界

条件是不一致的。回顾文献时, 我们注意到许多

研究在同一理论框架内测查了同一个(或组)调节

变量对表层扮演、深层扮演的潜在影响。在这些

研究中, 调节变量以相同的机制、相同的方向(同

时弱化或增强), 或者相同的机制、相反的方向(强

此弱彼)约束表层扮演、深层扮演与因变量的关

系。但结果显示, 这种对称式的调节效应只在极

少数研究中得到了支持(如, Chen et al., 2012)。在

大多数研究中, 只有作用于表层扮演过程的调节

效应假设得到了支持, 作用于深层扮演的调节效

应为不显著(例如：Goldberg & Grandey, 2007; Chi 

et al., 2011; 刘朝等, 2013; Grandey, Chi, & Diamond, 

2013; Lu & Guy, 2014; Allen et al., 2014等), 或反

之(例如：Scott et al., 2012)。这说明, 对表层扮演、

深层扮演作用过程具有约束力的个体因素及情境

因素是不一致的, 表层扮演与深层扮演的过程确

实涉及非常不一样的补偿机制 (Hülsheger & 

Schewe, 2011)。因此, 未来研究的理论设计应该

重视表层扮演、深层扮演的这一差异, 尝试从不

同的理论视角来独立探讨两者各自的边界条件。

除非有特别强的理论支持, 否则笼统地将它们置

于同一理论模型中是有失理论严谨性的。 

纵览现有研究, 表层扮演似乎总体上比深层

扮演对边界条件更敏感。这一结论可能反应的是

两者敏感度的真实差异, 但也很可能是由于现有

研究没有捕捉到那些对深层扮演过程具有影响力

的权变因素所致。鉴于认知是深层扮演的核心过

程(Hülsheger et al., 2015), 我们推断那些能帮助

个体有效应对的认知资源(如情绪调节知识、客户

知识等)可能会对深层扮演的作用过程产生潜在

的支持作用。鉴于互动对象的积极反馈已被证实

是深层扮演最核心的直接效应(Humphrey et al., 

2015), 我们推断, 由此带来的积极社会关系以及

相应的社会资源可能会进一步对深层扮演过程产

生重要的调节作用。未来研究可从这两个视角对

深层扮演的调节作用进行探讨, 为情绪劳动的边

界条件研究做出新的理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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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emotional labor from a contingent perspective: A review on 
moderating variables and mechanisms 

LIAO Huahua1,2; YAN Aimin2 
(1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angsha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22,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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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ploration of moderators has been one of the major theoretical focus of emotional labor 

literature in recent years. Our review on the empirical studies indicated that a great variety of variables in 

three aspects—individual difference, job context and culture—had significant moderating effects on the 

effects of emotional labor. By taking a contingent perspective on emotional labor, we found that: (I) the 

display rules at organizational, industrial and cultural levels could exert different yet related influence on 

individual emotion expression in workplace; (II) the potential detrimental effect of surface acting could be 

possibly buffered, eradicated or even turned into positive one by means of either individual internal 

mechanism or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intervention; (III) deep acting had a positive effect consistently 

across individuals and contexts; (IV) cultural context functioned as an important boundary condition for 

emotional labor process. It was revealed that both emotional labor requirements and regulation behaviors 

could possibly bring benefits to employees. 

Key words: emotional labor; display rule; deep acting; surface acting; boundary condition 


